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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赠序文创作的应用诉求与夸饰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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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赠序文是唐宋以来最为流行的实用文体，既有着士人们相对明确的写作目的，又隐含着相当复杂的创作心

态。为冲淡赠序文行文过程中称颂、夸饰言辞的功利性、虚饰性，明代文人尝试过以强调文体内涵为夸饰正名、

借历史空间感弱化夸饰、反复强调真挚情感、褒奖夸饰同时言其不足、变赠序文为讲学录等文学手段。从这五种

行文手段的分析着手，结合其创作心态和写作目的，可以明确赠序文创作过程中文过饰非的现象与文人书写责任

感之间的抵牾，以及书写者通过立论倾向的调整和立论材料的选择来淡化二者之间矛盾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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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英德先生指出，中国古代文体是“由行为方式

向文体方式的变迁，文体分类的社会特征深深地蕴藏

于文体的文本方式之中”[1](3)。行为方式决定了文体功

能，反过来，不同的文体功能也影响到人们的行为方

式，起到强化行为习惯、并使行为普泛化的作用。序

体文分书序、赠序、寿序、族谱序等，其中赠序文是

明代作家别集中最常见也最具实用特征的一种文体，

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作家不写赠序文。[2]赠序文在明

代别集中出现的频率，昭示着这一文体在士人政治、

交际活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明代的赠序文创作甚至

已经形成相当可观的市场，有不少文人写赠序文为博

润笔费[3](36)，可以想见赠序文在明代社会交际中的认

可程度和风靡状况，正如吴讷在《文章辩体》中所云

“近世应用，惟赠序为盛”[4](42)。 

赠序文的溯源，可以追至先秦时期的散体赠言，

而赠序文的文体内涵被固定则最早见于唐代。姚鼐在

《古文辞类纂》中首次确立作为体类的赠序文，并云：

“唐初赠人，始以序名，作者甚众。”[5](7)唐宋两代(尤

其是中唐之后)赠序文佳作不乏，并特重文采，或以华

文妙辞铺排场景，或用散体抒发世理人情。韩愈、柳

宗元、欧阳修、三苏都有赠序名篇传世，而赠序名篇

无不文采析理并重，又寄寓深情。林纾曾指韩愈的赠

序为“绝技”，且“无篇不道及身世之感”[6]。然而，

自唐宋赠序文成熟以来，尽管历代作者风格迥异，表

露才情不一，但除却文章才华鲜为文体实用功能所拘

的文章大家若韩柳辈之外，大部分赠序文围绕的核心

主旨不外乎二：一为叙情，追溯渲染双方交往情谊来

强化人际脉络；二为称勉，夸颂勉励对方人格、际遇

从而强化人际关系。显然，在实际创作过程中，文章

本身常要服务于赠序文的应用诉求，真情流露便渐渐

演变为谄谀和夸饰。及至明代，赠序写作的焦点已远

非唐宋时诗意化的情境展示和情谊，不仅赠序文流传

数量和虚饰状况均远超唐宋，甚至有不少赠序沿袭谄

饰套词，已经到了掩去赠送人名后莫辨所言为谁的程

度，所谓“千里赠言，一面未卜，虽赞叹之语满堂，

祝颂之章充栋，举其事而质之主人，主人不受；掩其

姓名以示邻里，邻里亦不知为何许人也”[7](2951)。朱国

桢曾言及明人赠序文写作状况：“近日文字中间为上官

而作，如考满入觐，贺寿差送，连篇累牍，有一而至

二三首者，非不美观，然套语谀辞若出一辙，其于文

格益靡且远。”[8](卷十六)明代文人对赠序文的这种流弊可

谓深恶痛绝，认为既伤文格，亦败人格，批评的言辞

不一而足。 

虚伪和阿谀的行为显然违背了文人“修辞立其诚”

的创作初衷和文化品格，正如明人欧阳德所说：“议不

达于事，文不根于情，如无赠耳。”[9]陈仁锡对赠序文

谄媚流弊的批判更加激烈： 

性不工诗，代又不屑，尤厌作序，未有王唐时文，

秦汉古文，而须题端者也。如其不尔，誉言何益？噫!

士固有耻，贺秩、献寿、碑德，其文谄。滥缘疏，侈

荐牍，其文乞。乞与谄，文之下也，弗为之矣。[10] 

理想中的赠序文应当具备发乎至诚、情真意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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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谄无乞、正直无私的品格，如同儒家对君子的人格

要求一般无二。但困于现实生存方式和政治需求，赠

序文的应用主旨和交际功能亦无法割舍。如此一来，

一方面是强化人际、酬答仰慕、彰显自我的写作目的，

另一方面则是阿谀夸饰的文辞与书写活动神圣感之间

的矛盾。为平复士人身份夹杂在二者之间羞愧依违的

心态，解决或者弱化这种抵牾势在必行。唐宋以降，

文人们为缓和赠序文应用诉求和文人身份之间的龃

龉，不厌其烦地变换诸般写作技巧，于赠序文中重复

这两大宗旨的同时，亦试图通过结构、修辞等文学手

段来冲淡行文过程中表彰、称颂的功利性和虚饰性，

而明人尤甚。 

明代文人所施用的具体行文手段种类繁多，概括

而言，使用频率较高的行文结构及表述方式有五种：

①追溯赠序文文体内涵，为称勉行为正名；②引古人

古事将今同昔比，借助历史空间感弱化夸饰；③反复

强调感情的诚挚程度，证明作序者本人真情不伪；④

褒奖夸饰的同时稍涉及其不足，端正文章立场，进而

彰显作者品格；⑤摒弃直接叙旧称勉，代之以讲学笔

记，间接将求序初衷置换为立言。与明以前赠序文写

作相校，以较明确的文体意识来追溯文体内涵、用理

学化的讲学笔记作为文章主体这两种方式又是较为显

著的明人特色。固然，诸般行文技巧无法完全消除赠

序文文体和应用者共同建构的慕名求利内涵，甚至有

欲盖弥彰之时，但士人对赠序文文体结构加以拓展的

动机、操作方式却颇具研究价值。 

 

一、引文体规定为夸饰正名 

 

竭力摆脱夸饰嫌疑、抹去谄谀面貌是赠序文书写

过程中常见的写作诉求，通过引述赠序文固有的文体

内涵来为称勉正名，便是常见的结构技巧之一。赠序

文并非罕见文体，其应用之广毋庸置疑，在正文中花

费篇幅来讲述、强调文体内涵本无必要，但在赠序文

中大量出现这种笔法和现象，其背后的创作心理，或

是无奈为之的心态流露，或是借此洗刷谄谀的期待  

诉求。 

徐有贞的《送许明逵序》一文写到作序缘由时，

充分肯定赠序文称颂的必要性，讲明称人之长乃君子

扬善的正当行为，为接下来要夸饰的内容正名。作者

在开篇即称：“扬人之善而不没者，君子也，子无我辞。

珵既受仲京之诿，以仲京之所善，亦吾父之所善，而

珵又素重其人，叙其事也。”[11]随即在序文正文中历

数“朋友道废”的种种现象，如“及夫见小利辄趋，

小害辄避，岂惟恝然如不相识，甚则忌其荣，幸其辱，

面亲而背疎，毫发拂其意欲，则反为仇讐”等反面现

象，用来衬托如主人公般好义者实在弥足珍贵，文末

声明“不能张其事，抑犹足以愧夫市交者”，再次申明

自己在文章内扬善称美的必要，否则便有愧于友，有

愧于心。进一步讲，在赠序文中以言写“慕恋”，“致

殷勤之意”，不仅是君子仁人所当为，也是“凡有情者

皆然”，如王直《赠胡克宁归毗陵序》一文中所称： 

后之君子乃谓“仁者赠人以言”，夫岂必仁者哉？

茍笃于相好而遽欲相别，所以写慕恋之怀，致殷勤之

意，勉其德，励其行，或相规于正，相期于久，必因

言以发之。凡有情者皆然也，岂独仁者而后然哉？[12] 

有了这样的铺垫，赠别序中勉德励行的行为便显

得发乎情之自然，非独谄谀一词所能涵盖，夸饰的意

味便有所淡化。此外，对赠序文文体功能的强调有时

也以反面论证的形式出现。吴仕在《赠马还初邑侯入

觐文》[13](卷四)中先谈赠序文本是“拳拳之意”的表达载

体，而实际上，赠序文的创作在“来去庆贺之际”多

是“貌言耀耳目”“亦得免汎滥之诮”；在正文里，主

要评述马候“仁心为质，义干独持”的系列事迹，末

尾以强烈的语气和指天发誓的口吻来强调所言的真实

性，所谓“凡此数语，自谓颇得情实，可质神明”。由

此而观之，吴仕本人在序文创作过程中已经意识到序

文内容可能引发的怀疑，揣摩到读者会有的反应，因

此在书写过程中，先说明赠序文中夸饰谄谀之流弊与

文体功能相悖，表达自己的憎恶，随即在不得不评述

马候才干之后，又竭力于文末解释、申诉自己文章内

容的可信度。 

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运用赠序文的文体内涵，都

是作者创作心态中不自信的流露，因为心虚所以需要

辩解、掩饰。这种心态上的不自信，既针对文体本身，

也针对自我表述。作者料想到被怀疑指责的可能，便

将赠序文的文体功能请上前来，通过肯定君子扬善的

人格要求和临别赠言的文体需要，或者通过纠正文体

流弊的呼声，以至于通过指天为誓的方式来为赠序文

内容的客观性佐证，种种极力表露消除误会的意图，

又不免有几分欲盖弥彰的味道。 

 

二、借历史空间感弱化夸饰 

 

议论是赠序文的主要表达方式，绝大多数赠序文

都以议论开始。在议论的部分，作者往往会以自身丰

厚的知识积淀，在散文文体习惯和行文风格要求之下，

引入较为宏大的议论主题，如士不遇、治乱、士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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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与责任感等等。这种行文手法旨在拓宽赠序文的表

现范围，提升文章主题高度，又使作序人达到逞才扬

己的目的，又起到了分散焦点、弱化夸饰行为的作用。 

“士不遇”是赠序文中的常见论题。林希元的《榕

溪赠别序》是一篇为学生叶伯龙所作的赠序文。文章

首先就“今世取人之弊”大发议论，开篇即谓“帝王

之致治在求贤，帝王之求贤在立法，法之善否而治乱

因之，故法不可不慎也。”进而用大量篇幅论述自周迄

今的取人之法，篇末归结到赠别对象的品质才情身上，

言学生叶伯龙“其为人端良朴茂，悦亲信友，乡评素

重。其文皆由中而发，凿凿乎仁义躬行，实非空言者”
[14](卷九)。如此一来，围绕“士不遇”这一极具历史感之

话题的讨论占据了序文的大部分篇幅，文章末尾仅以

寥寥几笔嵌入对叶伯龙的褒奖勉励，顺利转移了称勉

的分量，同时提升了文章深度和品格。当然，这种写

法与作序和求序者之间的关系身份有关，师长对晚辈

的赠序行为一般不涉及有求于人或者期待强化交际的

需求，采取这种行文方式亦是二者现实身份的直接反

映。同样的行文模式再如徐有贞的《送翁孟学序》一

文。该文亦以“士患无可用，不患无用之者”开篇，

随即引出“有猷有为有守者遇于时，固足以经纶国家

之事，而不遇亦不失为贤也”的核心观点，以勉励“秀

爽负奇气，裒然材且良，盖所谓豫章千里之匹”的主

人公“句曲翁君孟学”[11]。 

与送别序相较，赠序中的贺序(或庆贺升迁或勉励

考绩)，更加直接自觉切入政治及人际交往需求的主题

中，更加紧急地关联到仕宦起伏、荣辱恩怨，因此更

容易产生称颂功绩或嘉赞声名的言辞。为避免太过于

显露直白的夸颂，士人们亦用到借古之治乱起兴的方

式，转移重点，进而将称颂自然融合到历史主题中，

借助历史资源的重量和深度来弱化夸饰力度。如费宏

的《送贵溪令韦君述职赴京师序》一文，把对友人进

京述职的期许置于观民风以知治乱的论题中，先追述

有史以来由风谣知治政的典故，将文章主人公韦君行

迹同“古今论治者之所尚”并提，说明韦君所为“不

可废”，进而从儒家政教之历史传统的角度来肯定其重

要性： 

入周而闻缁衣之什，则知郑伯之政；入鲁而闻章

甫之诵，则知夫子之政；入渔阳而闻两岐之歌，入蜀

袴郡而闻五 之谣，则知张湛廉范之政。盖纳言以观治

忽，采诗以观民风，听谣诵以审哀乐，乃古今论治者

之所尚，不可废也。[15] 

在起兴之后，费宏该文直接切入正题，开始大肆

褒奖韦君的才干，赞其为人和行政才干如“慈祥恺悌，

有视民如子之心，忠信明决，有听断如流之才；而其

为政也，守之以正，将之以诚，催科之中抚字存焉，

刑罚之中教化寓焉”。除了祖述称颂对象职责才干的合

理传统，亦有运用反面衬托的方式来突出称颂对象的

才能者，如林弼《唐君大年综政龙溪序》： 

予尝论为政者通而不偏，难乎其人。盖柔巽之士

或任重之无力，刚严之士或惠下之寡恩，敏辩集事者

患在持守之不固，宽厚少文者虑乎施设之不周。斯全

材之难得，诚古今之交病也。若唐君大年，予所谓不

偏者，其殆庶乎！[16] 

此文先论历来为政者或怀才却不能治政者的种种

不足，再写称颂对象既绝诸弊，且集众好，凸显这份

珍重和难得。议论部分的书写采用对比的方式，站在

历史空间的高度，发出“为政者通而不偏，难乎其人”

之论，其有效性很容易引发读者共鸣，随后将唐君大

年，即求序人的事迹身份置于话题之后，借助被突出

的主论点，及主论点所关联的庞大历史空间来转移主

题，淡化夸饰痕迹。 

 

三、反复强调真挚情感 

 

历来赠序文中，真情流露最多的要数别序，所谓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交通条件和医疗状况的

限制，使得古人的每次长离都有可能是此生永别，因

此古人向来有重离别的传统。离别时珍重之情和祝祷

之愿须有寄托，以为纪念、怀念、追思之用，诗文便

承担起这项社会功能。因离别的场面写出的诗文不乏

溢满真情的名篇佳作，如“舟凝滞于水滨，车逶迟于

山侧。棹容与而讵前，马寒鸣而不息。掩金觞而谁御，

横玉柱而沾轼”[17](346)等等，传唱千古，沉吟反复，其

审美效果已具备穿越时空打动人心的价值。在明代，

赠序文亦是送别必备的礼仪形式之一：“凡人有远行，

相与者必有礼以送之。台聃氏、于宣父以言，宋人于

邹轲以金，武于松陵有诗，愈于愿有文，假财将敬，

用辞寓情，所予虽殊，为礼则一而已矣。”[18](卷一) 

从内容和创作风格来看，如果说在诗歌重抒情的

文体内在规定性已经点染、倾诉出太多被诗意包裹的

断肠柔情或者拳拳劝勉，那么作为散文的文体功能与

内涵构造出的别序文，则相对弱化了情感和情绪的成

分，代之铺展开理性、实效所要求的人情往来和道义

论说。送别时的真情流露在赠别序中，换上散文的形

式，在相应创作心态的驱使下，便表现出鲜明的叙情

倾向，通过论证作序者与写序对象之间情义往来的实

在性，反复强调双方交谊情感的真挚程度，进而暗示

序文内容夸饰成分是为合理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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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到赠序文本的实际书写，在强化交际的文人

创作心态驱使下，直奔劝勉或感情主题，成为所有别

序文的主要内容。直接表露、突出嘉许之意来掩盖求

序人困厄处境的书写手法，在别序文写作中屡见不鲜。

黎贞的《厓门送别序》用对答论辩的形式论述自己与

陈参之间的交谊，先驳斥缱绻别离之意不足为“抱四

方之志”的君子所惜的观点，随后引出与别序相关的

“人之至情”，即借履常之口道出“予言壮则壮矣，然

非人之至情也。人之情有亲疎之等，有厚薄之施。是

皆本乎诚，非沽矫勉强之谓也”，并以韩愈同僧人大颠、

司马光同范镇之交为例，将自己的交际行为嵌入其中，

渲染情真意挚的场面。 

昌黎韩子攘斥异端，不少假借，犹与大颠师临别

情，恋恋不忍舍，矧予与公意气相求，亲爱过骨肉。

公姑苏人，去吾郡三千余里，南来广海与矬峒又仅二

十里，每樽酒相过，必雅歌投壶，楥琴作《倚兰操》。

会数而礼勤，意厚而情笃，越六载如一日。昔司马君

实与范景仁契好甚笃，常曰：“吾与景仁如兄弟也，但

异姓尔。”每誓曰：“生同志，死同传。” 

上文通过描写，已经流露出对“生同志，死同传”

的诚挚情谊的欣羡和诉求，继而将分别时刻的真情流

露视为至诚、至情的外露，在赋予别序文合理性的同

时又起到强化了序文文体意义的作用。 

今予不揆卑陋，托契于公，感公之知，仰公之德。

出于肺腑， 潻如鱼水胶 ，本于至诚。今当远别，虽不

戚戚作儿女态，而悒怏之忱有不期然而然者。此乃人

之至情也，子奚予诮？[19](卷五) 

“子奚予诮”的反问是论述的终结，也是淡化夸

饰主题意味的最后表露。在赠序文中用紧凑的节奏甚至

引经据典来论证往来情义的行文方式，往往能取得令见

者流涕、闻者动心的效果。真情诚谊虽是理想的赠序典

范，但文人笔法的过分渲染，加上赠序文本身的性质和

功用便注定其在传播过程中会被士人作为交际工具，在

攀附、应和、结党等实际需求和心态支配之下染上谄谀

不实的弊病。但是，士人耳濡目染的儒家典范人格和作

为君子的身份标识约束着他们为文的道德标准，要求他

们具备至诚敦厚的人格，或者起码自觉以具备这种品质

的君子自居。现实运作和理想人格的矛盾积聚于赠序文

中，赠序文作者以感情的辩解和强调来表达诚挚之情，

便是解决二者抵牾的方式之一。 

 

四、褒奖夸饰同时言其不足 

 

在儒家正统理念中，对人物的评价向来有褒贬分

明、诚挚客观的内在规定。自先秦儒家的君子小人之

别奠定稳固的话语言说系统开始，历代士人口中，君

子小人之间界限简单而清晰，以行为方式来断言君子

小人，更是常用于义气之争或攻讦政斗的言语手段。

儒家人格区分的简单模式亦成为祛除赠序文流弊的资

源，基于此，明代序作者们最直接的行文内容便是执

行儒家的品评标准，即诗文创作传统精神——美刺并

举，既肯定主人公的才干，亦指出主人公的不足。郑

真在《跋程羽肃行卷》中谈到： 

君子赠人以言，所贵于言者，以其有所劝勉警厉，

益于人耳。……翰长宋公既为文以赠，而孙代仲衍、

蔡氏宗默皆本其出处，诗歌叙述，不以颂而以规，所

以为善言也。[21](卷三十九) 

徐有贞亦在《送太守况公述职序》中表达褒贬并

行的意思，所谓“余窃以古之君子之相赠人以言也，

不徒美其所已能，尤必赞其所未至”[11](卷三)。徐有贞在

同篇序文中也确实做到了对主人公太守的劝勉，“然吾

郡能言之士十百，其人极口之辞，殚笔之力称而道之，

固已无遗矣，使余能言且无以加，矧其不能乎？”随

后将重点转至劝勉，主旨落在劝太守能够做到朝夕惕

励，不松懈，目光不能仅仅放在当下，更应高瞻远瞩，

顾及来日。具体的论述内容，以“夫以公之所自立而

观其志，盖不止于今日之所见者，而吾党之士所为称

说乃止而弗进，岂忠告于公者哉”为起式，既表达赞

许，又使得文章在诸多充溢夸颂之辞的赠序文中能够

脱颖而出。随后，徐有贞对比黄霸、韩休这样青史留

名之人在史书中的定论，传达循吏与相业的高下之别： 

昔黄霸治郡，常为天下第一，后为丞相，乃无所

建明而功名损于前时，韩休亦善治，郡人以恬和易之，

及既当国，则直道匡君，有良相风。盖大臣之道与为

郡异，霸明于治民而懵于丞弼，若休则可谓兼之矣。

故《汉书》传霸于循吏，而《唐书》叙休之相业有以

也。公之高才达识，其必有见于此者，使其果进而大

任，尚愿宜以霸之，所不足者自克以休之，有为者自

勉可也。 

继历史人物的高下价值判断，徐有贞进一步引申，

勉励太守况公立志高远，以收“唐虞三代岳牧卿尹”

之功。 

夫有而不自足者，必成其大，行而不自止者，必

至于远。古之君子惟日孜孜求进乎道，恒若弗及，用

图其远大之功业而已。余不敏，亦尝有志于斯，故喜

为公道也。公于是而加孜孜焉，以求其道，则虽唐虞

三代岳牧卿尹之功业而有可致，又何韩休之不可及哉！

遂以是言复于侃而为公赠。 

纵观徐有贞此篇序文，核心论述在于表达太守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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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虽好，却也有待更进一步，并引历史故实劝太守宜

放眼长远，更上层楼。此类序文在赠序文中已属于能

兼及不足者，大部分赠序文落实到具体写作时，这种

美刺兼备的期待呈现出“温柔敦厚”的姿态，往往以

褒奖夸饰为主，言不足时力度轻柔，凡能文饰者，则

绝不揭露。赠序文本与仕宦政治有着难以割舍的关联，

相别之日常是仕途变动之时，对升迁之喜进行恭贺，

遇贬谪之人加以劝勉甚至修饰，褒扬功绩成就，掩盖

尴尬困顿，描绘出一幅堂皇从容、和煦温暖的画面，

是赠序文的责任和功能。以褒奖恭贺为主的赠序文屡

见不鲜，如薛瑄为同僚所作《送佥都御史李公升秩序》

《赠知韩城李居敬序》等等大量序文中或叙述政绩、

或寄以期许，皆为祝颂夸赞之语，为化解夸饰的尴尬，

薛瑄自以“乐道人之善”[21](751)为说辞。与薛瑄的一律

夸饰和徐有贞的稍及不足相比，海瑞的赠序文，可谓

是通过言其不足而去除夸饰之力度最强者。《赠顾肖坡

荣奖序》[22](504)中引张生之语，指顾肖坡“毫发于民无

染，百应迎刃而解，庖丁新发于硎，不是过也”的功

绩、长处，同时亦言肖坡“性气高急，兴筑事用法惟

峻，民不可与虑始如是尔”；《赠钟从吾晋灌阳掌教  

序》[22](503)一文开篇即称多次推辞为钟从吾(时为文昌

邑司训)晋升作赠序文，而“辞之不得”，不得已为言，

文章主体围绕学与仕、教职与社稷的关系展开论述，

但在文章后面部分聚焦在钟从吾身上时，言其“无得

于府县志秩，为铨司不知人不满”的不足。此外，海

瑞还在恭贺升职的赠序文中表达警示意味，如在《赠

高将军升指挥使序》[22](496)一文中的话题转至主人公高

前江之子时，警之曰“今高将军苟无能如绩近似其父，

夫独非前江之子耶？古称父作子述，子不如其父，人

以不肖子呼之”。海瑞一生执念尽忠，性刚辞烈，在受

人之托撰写赠序文的过程中，对求序者并言其过，未

见其过者则警示之，使得夸饰的成分立时消释。海瑞

的写作方式在有明一代诸多赠序文作者中，实属  罕

见。 

 

五、变赠序文为讲学录 

 

每种文体都有其独特的内在功能和价值，在很多

情况下，文体与内容在书写方式、表达效果和审美内

涵上有同构效果。文体类型制约文构方式，而文构方

式则回应文体类型的应用需求与审美内涵。要突破业

已形成的文体意识，摆脱文体惯性的制约殊非易事。

用纯心无私、挚言绝欺的标准来要求应用文写作，本

身便有强人所难之实，面对求序人的信任，难免要“感

公之知，仰公之德”，彰功隐过，为了酬答信任而设法

称许。正如同耳濡目染的儒家道德人格标准对于大部

分士人来说更多是一种理想化的信念，不可能完全适

用于现实环境的所有层面。 

王门后学在解决赠序文书写创作态度和应用需求

之间抵牾的矛盾时多有建议。欧阳德认为只需将平日

交往中能够令人受益或者赞许的言辞记录下来，将直

接的人情表述换作学术道义的探讨，即“敬述平日所

请于先生者，以志不忘”[23]，“乃类平日相与讲学之

言以赠”[23]。在序文写作时，欧阳德大多在以简练言

语概述作序因由之后，大讲致良知之学，探讨阳明学

说，使得赠序文体式类似讲义语录。如《赠陶仲良》

一文开篇即入心学命题。 

诚者，性之者也。其次致曲复其性者也。性具于

心，其达于纲常伦理之间，无一念不真，无一事不实，

无一物不体，无一处不到，细致曲折，充周遍满，盖

其本体如此。[23] 

紧随其后，文章内容囊括“大学明明德而已”、“言

政者必曰才智，才智末也，致其良知，故民一身，天

下一家”、“人有恒言曰，末世滋伪，夫良知之于情，

伪险阻也”等七段哲学论述，如此一来，只剩下学术

探讨和思想交流、传布，对求序人的褒奖和称颂实现

了最大程度的弱化。欧阳德此类序文较多，《从叔格庵

先生别言》《赠徐远卿》《徐任夫赠言》《赠孟元实序》

《别杨季卿序》等篇目的行文方式亦如出一辙，篇篇

论理，提及作序缘由时，简短概括如“游太学归，请

予教言，其友赵性甫定林……出轴请书，遂书以赠  

之”[23](卷四)等。可以说，欧阳德赠序文写作是一个去除

夸饰的形变极端——他已经代换了赠序文的传统模

式，用学理沟通人情，从而去除夸颂。同样的手法还

应用在其他赠序文中，如赵汸《送叶宗茂还安丰    

序》[24](卷二十)全文未及叙述主客情谊和夸饰恭维，而是

一篇规范的议论文，作者通篇用来回答叶宗茂的困惑，

以“君子之为学固将以事其亲，然有急先之务焉”为

论题，列举圣门学者如颜回的例子来说明君子如何在

事亲与求学之间平衡取舍。 

与欧阳德将赠序文的主体部分当做讲学录类似，

方孝孺的赠序文亦习惯由赠序对象的话题性直接上升

到理道的高度，并用主要篇幅进行议论阐释，从而将

文章重心放在理事论辩，相关人事则退居一旁。其大

部分赠序文开篇往往能够提升到圣贤、古今、天道等

宏阔概念之高度。以《送平元亮赵士贤归省序》[25](465)

为例，开篇即称“文所以明道也，文不足以明道，犹

不文也”，通篇四分之三篇幅皆在论文道关系，文不言

道，谄谀媚时之弊，有关赠序对象牟元亮、赵士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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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只在文章末尾有短短两句，其中一句介绍作序缘

由“于其归省，故与之论文”，另一句则称二人“大学

之能文者也，国家将望之以复古之文”，亦入于文道之

辨的话题。在行文效果上，用阐释理道的论题将文章

的立意和价值落在循道以正文风的责任感上，并以作

序的缘由来共勉，规避了夸饰的可能性。从学术论理

的角度加以替代固然有可行性，只是受限于求序与作

序人的学术关怀，且多存于师生之间，抑或倾心学术

论理的心学门人之中。而赠序文多应用在仕宦交际的

应答场合，因此如欧阳德这类以说理论道为主的赠序

文并不多见，即便对于王守仁以及阳明后学如罗洪先、

王畿等其他理学家们来说，在书写赠序文时，虽然因

为理学涵养和关注焦点的不同，在书写过程中同专注

诗歌文辞的文学家于气象上有所区别，但亦并未曾作

欧阳德式的规避。 

赠序文本身被寄寓了“君子于惜别拳拳，以是为

言，知所重也”“言之所在，道之所在”[26](卷五)的儒家

道义和人格伦理要求，而序文流弊的铸成是赠序文本

身的文体缺憾，亦是所有文体尤其是实用文体都会沾

染的必然内涵。虽说“至爱无文，文之盛，情之衰    

也”[9](卷四)，但实际上想要写出真挚纯粹的赠序文，其

前提在于相知，且肯吐真言。且不说相知之难，即便

相知，当赠序文业已泛滥成交际工具时，相知的前提

也不得不放低身段，而相知且吐露真言的要求也因为

赠序文的天然局限而打了折扣。徐阶《知己赠言序》

中对此有很好的表述。 

赠言，古也以知己名，又言之善者也。善言以为

赠，赠之厚者也。厚以为赠，相知者之所愿也。虽然，

人岂易相知哉！迹殊则不及知，道殊则不与知，志异

则不能知。[27](卷一) 

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士人之间来往酬答的赠序文

被困于仕途关联，夸饰成为文体事实内涵的必要构成。

但是也有一类属于医患关系赠序文，因求序人并非士

人身份，相较士人之间的赠序书写显得更加真实动人。

如费宏的《赠医师夏君孟厚序》[28]一文，行文亦叙事

为主，记叙医师夏孟厚治愈自己到处求医未果的父亲，

赞扬其高超医术，用来起兴的“医贵乎老者”充满了

由衷的情感倾注，叙述中对老父病情的关切，初见治

疗效果的喜悦，其情真切，颇为动人。当然，没有太

多其他利益掺杂的赠序文在明代赠序文总量中所占比

例是微乎其微的。为使士人发言为诚的文格和应用文

酬答夸饰之间和解，明代士人们在结撰行文之时或辩

解、或逃避、或正身，其中的曲折心态和创作动机既

耐人寻味，可以作为考察文人交际幽微之处的佐证，

也流露着赠序文作者们因为“立诚”的创作宗旨同现

实之间的龃龉而注定无法挣脱应用痕迹的无奈心绪。

所以，明晰明人赠序文的创作状况、衡量明代文人们

赠序文的创作水平，不仅在于揭示或比较他们去掉夸

饰和谄谀的能力，更在于聚焦他们顾及交际功能的同

时，文章呈现兼具洞察力与斐然文采的程度和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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